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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根据我国先秦文献 《山海经》 《穆天子传》 《竹书纪年》 等古籍的记载研究了西王母

形象及其所处地域， 认为 《山海经》 中描述的 “豹尾虎齿” 的西王母形象， 并不是我国学术界所认

为的 “假面具” “图腾” 或者 “山神形象”。 西王母 “豹尾虎齿” 的形象与远古时期西亚北非国王把

“兽尾” 当做王权标识的现象完全相符。 根据 《山海经》 中记载的西王母形象， 再结合 《穆天子传》

等史籍研究西王母所处地域， 即 “西王母之邦” 在今西亚地区， 当是符合史书记载的。 本文认为

《穆天子传》 是一部记实的历史作品， 而不是虚构的小说， 并对周穆王西征的路线、 周穆王西行途中

与西亚、 北非及西北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交流、 以及先秦时期我国与西亚之间的丝绸之路等问题进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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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先秦时期记载西王母的文献主要有 《山海经》 《穆天子传》 《竹书纪年》 等书

籍。 本文以先秦史籍 《穆天子传》 与 《山海经》 的记载， 研究西王母形象及其所处的

地域。 《山海经》 卷二 《西山经》 云： “西王母其状如人， 豹尾， 虎齿而善啸”。 《山海

经》 记载的西王母形象如此怪异， 引起了学术界的特别关注。
历代史籍记载 《穆天子传》 是一部周穆王的起居注， 是历史的真实。 清代纪昀在

《四库全书》 中认为 《穆天子传》 是一部小说， 不可信。 近年来虽有学者进行拨正，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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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挽回纪昀之说的影响。 远古时期， 西亚北非国王多以 “兽尾” 为标识， 可以此习俗

寻求研究西王母所在地域何处， 为何有此怪异的形象等问题。 今不揣浅陋， 对西亚

“兽尾” 标识与先秦文献中西王母形象与所处地域进行研究， 兼谈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

和中外交流等， 以正于学术界同仁。

一、 《山海经》 中西王母形象与西亚北非国王的 “兽尾” 标识

《山海经》 卷二 《西山经》 云： “西王母其状如人， 豹尾， 虎齿而善啸， 蓬发戴胜，
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山海经》 卷十六 《大荒西经》 云： “有人戴胜、 虎齿、 有豹尾，
穴处， 名曰西王母。 此山万物尽有。”①

《山海经》 记载说， 西王母 “其状如人”， 但是身后却带着一条豹尾， 牙齿如老虎

一样粗壮， 善于高声喊叫， 头发是披发， 戴胜。 胜， 《史记·司马相如传》 云： “戴胜

而穴处兮。” 颜师古注曰： “胜， 妇人首饰也， 汉代为之华胜。”② 胜是古代妇女头发上

的首饰， 先秦时期称为 “胜”， 汉代称为 “华胜”。
《山海经》 卷十二 《海内北经》 又云： “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杯而东向立， 一曰龟山，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 杖。 其南有三青乌， 为西王母取食。” （晋） 郭璞注： “杯， 或作棓

字， 同梯， 谓凭也； 又有三足鸟主给使。”③

《海内北经》 的这一段记载说。 西王母还有一个杖。 这个杖， 当是非常具有西亚王

权特征的权杖。 这里又说西王母还有 “三足乌主” 为她所使唤， 为其服务。 “三足乌

主” 当也是一个部族的首领， 表明了西王母是具有更高权力的、 当具有女王的身份。
民国学者顾实认为： 西王母豹尾虎齿， “今谓之假面具是也”。④ 孙作云说： 虎齿豹

尾是 “西王母的图腾服饰”。⑤ 李立说： 豹尾虎齿等 “西王母作为山神的兽性形象特

征”。⑥

笔者认为， 西王母 “豹尾虎齿” 的形象以及手持的 “权杖”， 表现了西亚北非地区

国王的形象和标识。
１９２２－１９３２ 年， 英国考古学家查尔斯·伦纳德·武雷率领考古队在两河流域乌尔城

共发掘 ３００ 多座墓葬， 其中 １６ 座王陵。 ７８９ 号墓是国王之墓， 墓葬中不仅发现大批的

殉人， 还出土一只精致的牛头七弦琴。 牛头镶嵌在天青石板上， 雕刻着自上至下的四组

图画 （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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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乌尔城 ７８９号墓出土牛头七弦琴的蝎尾王图画　 　 图 ２　 古埃及纳尔迈调色板正面

第四幅画， 即最下面的那副画， 是一只公羚羊双手端着两只酒杯， 毕恭毕敬的站在

一个带着 “蝎尾” 人的身后， 准备献给他。 而这个带着 “蝎尾” 的人一手拿着一个约

尺长的权标头， 另一只手拿着看不清什么东西。 他的双手皆半举着， 似乎在对着宴会的

宾客讲话， 丝毫没有理会那个为他毕恭毕敬端着酒杯的公羚羊。 这个戴着 “蝎尾” 的

人当是一个王者。①

从这幅画看出， 两河流域古代城邦的国王， 他们有戴 “兽尾” 的习俗。 画中戴着

“蝎尾” 的王者， 可能把自己比作 “蝎王”， 像蝎子一样厉害狠毒的王。 当然这些王者

也有可能戴着其他的 “兽尾”， 如牛尾、 豹尾、 狮尾标识等， 比喻自己像这种动物一样

有力和勇猛。
古埃及人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一样， 对凡是有勇力凶猛的动物， 都认为是勇猛的

王的象征， 而 “兽尾” 就是王权的象征。 古埃及著名的那尔迈调色板的正面雕刻着高

大形象的那尔迈王头戴白色王冠、 身后佩戴牛尾 （或豹尾）， 右手紧握一个权标头， 左

手抓着跪着一名被叫 “瓦西” 的、 敌酋的头发。 在敌人头部的上方， 即那尔迈的面前，
有一个隼鹰荷鲁斯牵引着 “一个人头” （图 ２）。② 那尔迈王是一个戴着牛尾 （或豹尾）

的形象。
早王国时期的 《纳英尔纪功石板》， 背面的底层， 象征法老的神牛用脚践踏敌人，

用犄角摧毁要塞。 法老的身后系着一条硕长的牛尾， 蛮牛是法老的象征。 在西奈半岛发

现的第一王朝法老塞梅尔赫特征伐西奈半岛的纪念碑浮雕上、 同样可以看到法老身后的

牛尾； 在以后的一千多年中， 牛尾巴一直被当作法老庆典装束的一部分。③

希拉康坡里斯神庙区内的 “大宝藏” 中， 现存于英国阿什摩林博物馆、 编号为

Ｅ３６３２， 为蝎王的权标头。 权标头高 ２３ 厘米， 图案分成 ３ 栏， 中栏的中心部分突出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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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了一个头戴白冠的大人物， 他身着长达膝盖的束腰外衣， 腰部扎着—条象征国王的公

牛尾、 或兽尾。 他的头部有一只王名的象形符号蝎子， 一枚读为 “王” 的玫瑰花结的

符号。 蝎子和玫瑰花结的符号结合文一起， 被解释为 “蝎子王”。①

　 图 ３　 “舞蹈纹” 彩陶盆口沿纹饰

　 　 阿贝多斯 Ｕ 墓区 ２３９ 号墓出土的一个

白十字线陶罐上， 描绘了迄今所知最早的

古埃及军事胜利的场景。 一个头戴羽毛状

冠饰、 身后佩戴假尾而且身形高大的胜利

者 “控制” 着形象较小、 双手被缚在身后

的被俘者。 在不同的几组画面中， 有的胜

利者手握权杖， 意味着对战俘的打击。 戴

假尾、 用权杖打击战俘的形象是整个古埃

及时期国王军事胜利的重要象征。②

“在阿布·廷布尔岩窟庙前的拉美西

斯二世巨大雄像上、 在卢克索神庙的墙壁

上、 在帝王谷和王后谷的陵墓的壁画上，
几乎到处可以见到一只头部挺立、 颈部膨

胀、 盘卷在法老和王后的头饰或王冠上的眼镜蛇形象。 法老头饰或王冠上的眼镜蛇女神

瓦泽特通常被称为蛇标， 是保卫法老的象征。”③ 眼镜蛇也是埃及王权的象征。 １９ 王朝

以后， 王冠上甚至出现两条眼镜蛇， 象征着统治上、 下埃及的王。
权杖头、 王冠、 头饰、 假尾、 隼鹰、 画中人物的高大形象， 皆是古埃及王的象征。
１９７３ 年，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发现一座马家窑文化墓葬 Ｍ３８４， 出土的 ４ 件群舞

图像彩陶盆。 其中Ⅲ式是一件 “舞蹈纹” 彩陶盆。 该彩陶盆图案上的舞者分为 ３ 组， ５
人一组， 舞人当是女性 （图 ３）④。 她们的头侧有一道斜出的辫子， 身后有一条 “小尾

巴”。 研究者认为， 这些是舞者的辫发和 “尾饰”。 Ｍ３８４ 出土的彩陶盆图案上舞者的

“小尾巴” 不是王权的象征。
马家窑文化距今年代约 ５０００ 年－４０００ 年； 而西王母是西周时期的人物， 与马家窑

文化相距 ３０００ 年－４０００ 年。
上孙家寨墓地 Ｍ３８４ 出土 “舞蹈纹” 彩陶盆舞者的 “小尾巴”， 或者说 “尾饰”，

最初可能是人们模仿动物跳舞的装饰； 之后， 由于动物的凶猛， 逐渐的成为 “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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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征； 至西王母时期， 只有王才能带 “豹尾”、 或其他猛兽的尾巴， 以表示王的凶猛

和威严。
我们再回头看看西王母的打扮， “西王母其状如人， 豹尾， 虎齿而善啸， 蓬发戴

胜”，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 杖”； 西王母 “豹尾虎齿” 形象、 以及她手中的 “权杖”
当是西亚王者的标识和权力的象征； 说明她具有豹子和老虎那样的勇猛和能力， 也说明

西王母是在西亚建邦立国的王者。

二、 《穆天子传》 及其记载的西王母及其所处地域

《穆天子传》 记载西周穆王向西远游见西王母的故事， 从该书记载可以窥见西王母

的形象、 经历， 及 “西王母之邦” 所处的地域。 是一部记载周穆王的起居注。 虽然西

周尚无起居注的编撰体例， 但是已有史官记载天子的言行； 如 《礼记·玉藻》 曰： “动
则左史书之， 言则右史书之。”① 周代的史官具有书法不隐、 秉笔直书的良好品质。 《穆
天子传》 当是史官所记载的周穆王西征的部分史实， 最少算一部纪实的游记。

《穆天子传》 卷三记载了周穆王与西王母相见时情况和相互的赋诗：
　 　 乙丑， 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 西王母为天子谣 （赋诗）：

“白云在天， 山陵自出。 道里悠远， 山川间之。 将子无死， 尚能复来？”
天子答之曰： “予归东土， 和治诸夏。 万民平均， 吾顾见汝。 比及三年， 将复

而野。”
天子遂驱升于弇山， 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 而树之槐眉曰： “西王母之山”。
还归丌□， 世民作忧； 以吟曰：
“比徂西土， 爰居其野。 虎豹为群， 于鹊与处。 嘉命不迁， 我惟帝□ （女）。
天子大命， 而不可称， 顾世民之恩， 流涕芔 （卉） 陨， 吹笙鼓簧， 中心翔翔。
世民之子， 唯天之望。”②

注： “弇兹山， 日入所也。”
西王母的诗中说： “嘉命不迁， 我惟帝□”， 有学者释为 “嘉命不迁， 我惟帝女”。

西王母当是受西周王室 “嘉命” 嫁出的女儿， 即 “帝女”。 西王母又说 “天子大命， 而

不可称”。 她之所以到这里来， 是因天子的美好的 “大命”。 这个 “大命”， 是 “不可

称” 的， 即天子之大命是不可称量的使命。 西王母是肩负天子之使命到这里建邦立国。
西王母诗中又说 “顾世民之恩”， “世民之子， 唯天之望”， 她是 “世民之子”， 享有

“世民之恩”， 上天也在看着她。
西王母是 “帝女”， 是西周王室嫁出的、 在西亚建邦立国的女儿； 可能就是周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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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儿、 或者姑母、 姊妹， 又是异国之君， 理应受到西周王室的关注、 拜访和探望。
有学者认为西王母是周穆王的情人。 周穆王与西王母相见时所赋诗中， 没有发现丝

毫的男女之情。 西周春秋时期， 人们见面所赋诗皆为四言诗。 西王母与周穆王会见时所

赋之诗， 完全符合周人的习俗。 周穆王看望远方的亲人、 故人， 是人之常情。
关于 “西王母之邦”， 学界有很多的猜测， 或认为新疆、 或西亚、 或古代的波斯

（今伊朗境内）、 或虚无之地等。 民国学者顾实先生曾用大量的史料进行考证， 认为

“西王母之邦”， 当在今之伊朗德黑兰附近。
顾实先生认为， “王母之山”， 就是西王母之邦。 《山海经·大荒西经》： “西有王母

之山， 壑山、 海山； 有沃之国， 沃民是处沃之野。 鳯鸟之卵是食， 甘露是饮； 凡其所

欲， 其味尽存。 爰有甘华、 甘柤、 白柳， 视肉、 三骓， 璇瑰、 瑶碧， 白木、 琅玕， 白

丹、 青丹， 多银鐡。 鸾鸟自歌， 鳯鸟自舞， 爰有百兽， 相群是处， 是谓沃之野。 有三青

鸟， 赤首黑目， 一名曰大， 一名少， 一名曰青鸟。”① 《大荒西经》 记载的 “沃民之

国”， 产有 “璇瑰、 瑶碧、 白木、 琅玕、 白丹、 青丹、 多银鐡、 鸾鸟、 鳯鸟”。
《隋书·西域传》 “波斯” 条下记载： 波斯产 “白象、 大鸟卵、 真珠、 颇黎、 虎魄、

珊瑚、 瑠璃、 码碯、 水精、 琵瑟、 火齐、 金刚、 金银、 鍮石、 铜、 镔、 铁、 锡、 锦、
迭、 细布。”② “沃民之国” 的产物与 “波斯” 基本一致。

顾实先生说： “穆天子所见之西王母， 即穆天子之女， 建邦于西方者， 在今之第希

兰附近。”③ 第希兰， 就是今之德黑兰。
笔者认为， 西王母的立国是否就在今之德黑兰还可再研究， 但是 “西王母之邦”

在今之西亚则是有道理的。 根据 《山海经》 中记载的西王母 “豹尾虎齿” 形象， 以及

她手中的 “权杖” 与西亚王者的标识完全相符， 西王母是在西亚建邦立国的王者。
《史记·周本纪》 云： 周祖后稷之子 “不窋末年， 夏后氏政衰。 去稷不务， 不窋以

失其官， 而犇戎狄之间”。④ 这里只说不窋 “犇戎狄之间”， 并没有说不窋奔在何处， 史

书记载一直是很模糊的。
《山海经·大荒西经》 却有较详细的记载： “西北海之外， 赤水之东有长胫之国，

有西周之国， 姬姓， 食谷。 有人方耕， 名曰叔均。 帝俊生后稷， 稷降以百榖， 稷之弟曰

台玺， 生叔均， 叔均是代其父及稷， 播百谷始作耕。”
又云： “西北海之外， 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国， 食榖， 使四鸟。 有北狄之国。 黄帝之

孙曰始均， 始均生北狄。 有芒山、 有桂山、 有揺山， 其上有人， 号曰太子长琴。 颛顼生

老童， 老童生祝融。”
又说： “西有王母之山， 壑山、 海山、 有沃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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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山海经·大荒西经》 的记载 “西北海之外， 赤水之东” 有姬姓的 “西周之

国”； 再之西是黄帝之孙始均， 其后代是颛顼、 老童、 祝融等， 是楚人的祖先； 再之西

就是 “王母之山” 之 “有沃之国”， 就是 “西王母之邦”。
如 “西王母之邦” 在西亚境内； 那么 “西周之国”、 “西王母之邦” 都在西方， 有

可能还是 “近邻”。
综以上论述， “西王母之邦” 极有可能在西亚境内。 夏商周三代时期， 两河流域的

苏美尔人、 巴比伦人、 亚述人与古伊朗 （古代伊朗称为埃兰） 人是来往频繁、 战争与

冲突不断的民族。 伊朗也是使用泥版文书的民族， 属于两河流域的文化系统。 西王母在

西亚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成为一个女王。 西王母入乡随俗， 也象西亚的国王一样，
戴上一条假的 “兽尾”， 即 《山海经》 说是 “豹尾”， 以表示自己的尊严和力量， 那么

我们对 《山海经》 记载的关于西王母的怪异形象就可以完全理解了。 西王母当是西周

王室的女儿嫁古波斯未到， 而建邦立国的女王。

三、 西王母在西亚建邦立国之缘由

西王母是西周王室的女儿嫁古波斯未到， 而又建邦立国的女王。 那么西王母怎样来

到西亚建邦立国呢？
唐玄奘 《大唐西域记》 卷十二 《朅盘陀国》 记载一事： 当年波利斯国王娶妇汉土，

迎娶汉土公主回国途中， 遭遇兵乱。 迎娶队伍躲在山上， ３ 个月后， 兵乱平息， 但却发

现公主怀孕。 使臣惶惧， 侍儿谓使臣曰： “勿相尤也， 乃神会耳。 每日正中有一丈夫从

日轮中乘马会此。” 迎娶队伍不敢再前往波斯， 于是在 “石峯上筑宫起馆， 环宫筑城，
立女为主， 建官垂宪， 至期产男， 容貌妍丽。 母摄政事， 子称尊号， 飞行虚空， 控驭风

云， 威德遐被， 声教远洽； 邻域异国， 莫不称臣。 其王寿终……子孙奕世， 以迄于今。
以其先祖之世， 母则汉土之人， 父乃日天之种， 故其自称汉日天种。 然其王族， 貌同中

国。 首饰方冠， 身衣蕃服。 后嗣陵夷， 见迫强国”。①

民国学者张星烺先生认为， 玄奘在 《大唐西域记》 卷十二 《朅盘陀国》 记载这段

史实当与 《穆天子传》 卷二记载的 “赤乌氏先出自周宗。 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 封其

兄子吴太伯于东吴， 诏以金刃之刑， 贿用周室之璧； 封丌璧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 妻以

元女， 诏以玉石之刑， 以为周室主。 天子乃赐赤乌之人……必为一事也。”②

《大唐西域记》 卷十二 《朅盘陀国》 记载的是 “波利斯国王娶妇汉土”。 汉朝与西

域和亲的公主， 主要是嫁到匈奴、 或乌孙， 没有嫁到波利斯国的汉朝公主。
根据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记载， 两汉时期与西域和亲的公主约有 ２０ 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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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嫁到匈奴的公主： 高帝刘邦、 吕后、 孝惠帝、 孝景帝、 汉宣帝各有 １ 位， 孝文

帝 ３ 位， 汉昭帝 ２ 位， 元帝时期， 王昭君嫁到匈奴。 东汉刘秀、 明帝时期， 共有 ２ 位公

主嫁到匈奴。 两汉嫁到匈奴的公主共有 １３ 位。
２ 嫁到乌孙的汉室公主： 汉武帝为了共同对付匈奴将公主嫁到乌孙者， 主要有细

君公主、 解忧公主。 见于史书的、 嫁到乌孙的公主只有这几位。
这些公主皆是嫁到匈奴、 或乌孙。 是时， 由于匈奴等强悍部族的兴起， 已经隔断了

中原与西亚的联系， 西汉王朝当没有嫁到波利斯国的公主。
３ 唐朝玄奘西行取经之前的魏晋时期，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柔然、 突厥部族兴起，

又加上西部穆斯林的兴起， 中原地区与西亚的波斯很少往来。 个别的公主有嫁到柔然、
或突厥， 这些公主而且基本没什么功绩可言， 更不要说建邦立国、 当女王了。

两汉时期根本没有嫁到波斯的公主， 那么玄奘在 《大唐西域记》 卷十二 《朅盘陀

国》 记载的嫁到波利斯国的 “汉土” 公主， 有可能是当地土人的模糊记忆。
汉武帝时期打败匈奴， 建立武威、 张掖、 酒泉、 敦煌等河西四郡； 汉宣帝神爵三年

（公元前 ５９ 年）， 设西域都护府， 治所在乌垒城 （原名轮台国）。 乌垒城是汉朝管理西

域的政治、 经济、 文化和军事中心。 《汉书·西域传》 云： “自宣元后， 单于称藩臣，
西域服从。 其土地、 山川、 王侯户数、 道里远近， 翔实矣。”

西汉王朝多年与匈奴、 乌孙等西域诸国和亲， 之后又在西域建立政权， 对西域进行

管辖， 在西域诸国有极大的影响。 西域诸国对于西周的记忆模糊， 把西周公主记忆为汉

朝公主是极有可能的。 西王母当是这个波利斯国王所娶的 “汉土” 之女的原始身份。
《大唐西域记》 卷五 《玄奘与戒日王》 也记载一个印度国王的错误记忆。 当唐朝玄

奘到印度戒日国时， 戒日王就把大唐玄奘认作是从摩诃至 （支） 那国来到高僧。 “摩诃

至 （支） 那国” 之 “至那”， 就是 “支那”； 是一种音译， 指的是秦朝。
张星烺先生说： “吾昔读 《西域记》 此节， 而寻查二十四史， 及各种杂记多年。 汉

武帝以后， 没有公主下嫁波斯者。 及研究 《穆天子传》， 而始得其人也。 …… 波斯诗人

费杜西 （Ｆｉｒｄｕｓｉ） 著 《萨那美》 （即 《帝纪》 ） 一书， 全书为诗歌体裁。 该书记载，
古代波斯与中国交往甚多， 有一节记载明王哲姆锡特 （ Ｊａｍｓｈｉｄ） 娶马秦国 （Ｍａｃｈｉｎ）
王马韩之女为妻， 生二女， 名贝吐尔及胡玛云。 说者为马秦即中国， 其义犹云大秦也。
马韩， 即穆王之音转。 费杜西生于后代， 故将马韩之名用于中国； 犹吾人把成吉思汗称

为元太祖一样。”①

张星烺先生的观点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 西王母当是嫁到波斯而未到的公主， 后有

在西亚建邦立国的女王。 西周时期， 西周王室与波斯当有过互通婚姻的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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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西周之前中外文化交流为周穆王西征提供了条件

周穆王西征之前， 中国就与西方已经有了许多的往来。 中国西部的新疆、 内蒙皆是

欧亚草原的中心地区、 是民族走廊， 活跃着中亚、 西亚、 乃至欧洲许多民族， 加强了东

西方人民的往来， 为周穆王西征准备了人员和物资条件。
新石器时期， 西亚的族群已经进入中国。 新疆罗布泊地区小河墓地多数墓葬的墓主

人头戴尖顶毡帽、 身裹毛布， 崇信麻黄， 有生殖崇拜观念。 墓主人当是从两河流域、 或

者中亚过来的白种人， 当是外来族群。①

１９７９ 年在罗布淖尔湖泊东边约 ７０ 公里的古墓沟遗址发掘 ４２ 座古墓， 采集 １８ 个头

骨， 男性头骨 １１ 个， 女性头骨 ７ 个。 这批墓葬的年代大概距今约 ３８００ 年左右。 韩康信

先生对每个头骨的性别、 年龄、 主要形态特征及人类学类型研究古墓沟文化居民的人类

学特征和可能归属的种系类型。 其中， ＮＯ １ （７９ＬＱ２Ｍ１） 完整头骨， 是 ２５－３０ 岁的男

性个体， 上门齿呈弱铲形， 接近原始欧洲人种， 与旧石器晚期的克罗马农人头骨有些相

似。 ＮＯ ２ （ ７９ＬＱ２Ｍ６）、 ＮＯ ３ （ ７９ＬＱ２Ｍ７）、 ＮＯ ４ （ ７９ＬＱ２Ｍ８）、 ＮＯ ５ （ ７９ＬＱ２Ｍ９）、
ＮＯ ６ （７９ＬＱ２Ｍ１０）， 是接近原始欧洲人种的安德洛诺沃型。 ＮＯ １２ （７９ＬＱ２Ｍ３）， 属于

欧洲人种， 介乎安德洛诺沃型和阿凡纳羡沃型之间形态。 ＮＯ １０ （７９ＬＱ２Ｍ２５）、 ＮＯ ｌｌ
（７９ＬＱ２Ｍ３１ ）、 ＮＯ １３ （ ７９ＬＱ２Ｍ？）、 ＮＯ １４ （ ７９ＬＱ２ＺＭ１１ ）、 ＮＯ １５ （ ７９ＬＱ２ＺＭ１２ ）、
ＮＯ １６ （７９ＬＱ２ＺＭ１７）、 ＮＯ １８ （７９ＬＱ２ＺＭ３４）， 属于欧洲人种， 可能与阿凡纳羡沃型有

些相近。 古墓沟墓地人头骨与北欧 （Ｎｏｒｉｄ） 长颅型型头骨似有更多相似性。②

古墓沟文化居民具有一般相近的原始欧洲人种特征， 而与帕米尔塞克和古楼兰居民

相比， 属于不同的欧洲人种类型， 这说明他们各自的种族起源历史不同。③

帕米尔塞克主要属于长狭颅欧洲人种的地中海 （印度－阿富汗） 类型， 乌孙时期居

民则大多属于短颅欧洲人种的帕米尔－费尔干 （中亚两河） 类型。④ 这些头骨的主人是

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的古欧洲人类型， 和古楼兰居民的主体 （欧洲人种印度－
阿富汗类型） 具有不同的种族起源关系。

殷商时期更多的外来族群来到中国。 杨希枚先生曾对殷墟西北岗的人头骨进行研

究， 把西北岗的人头骨分为 ５ 组， 这些头骨中， “约有 ８０ 具认为形似蒙古人种头骨， 卅

具认为是海洋尼格罗种头骨， 类似北欧种最少”。⑤ 美国人类学家孔恩在看了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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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康信 《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 《考古学报》 １９８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３６２－３６５ 页。
韩康信 《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 第 ３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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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１９８３ 年， 第 ８ 页。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西北岗的人头骨， “先后三次明确地指出该组头骨应属异种系”。① 孔

恩说： 西北岗的人头骨 “其中最少有两具女性头骨的眼眶和鼻骨部分显示类高加索人

种的特征”。②

新疆哈密的焉不拉克村土岗发掘了相当西周－春秋 （公元前 １０ 至前 ５ 世纪） 的一

处古墓地。 在这块墓地上选 ２９ 具头骨进行研究， 较早的一期墓的 １７ 具头骨， 蒙古人种

头骨 １４ 具约占 ８２％； 而在二期墓的 ５ 具头骨中， 蒙古人种头骨只有 ２ 具， 占 ４０％多；
欧洲人种头骨 ３ 具。 这些字可能表明， 早期墓基本上由蒙古人种成分所代表， 欧洲人种

成分者占少数； 较晚期墓 （二期）， 欧洲人种成分的墓似乎相对增加； 说明西方种系居

民已经迁居在焉不拉克地区。③

１９８６ 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 ２ 个祭祀坑， 时代为公元前 １３－１４ 世纪。 三星堆

青铜文化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 两河文化、 腓尼基及安纳托利亚等西亚上古文化中所发

现的大批雕刻、 雕塑作品在其文化内涵及美术特征上确有共同之处。 在一定意义上， 可

以探寻出三星堆青铜文化与西亚上古文明在东方文化体系中的相互作用和联系。④

图４　 西周召陈遗址出土的蚌雕人头像 （Ｔ４５： ２） 图５　 西周召陈遗址出土的蚌雕人头像 （Ｔ４５： ６）
西周与中亚、 西亚有更频繁地交往。 １９８０ 年在陕西周原扶风召陈清理西周宫室建

筑群遗址， 发现了两件西周蚌雕人头像， 是作为骨笄帽使用的。 蚌雕人头像的形貌毫无

蒙古人种的特征， 那种长脸、 高鼻、 深目、 窄面、 薄唇的形象， 无疑与欧罗巴人种最相

近似， 明显的属于古代中亚伊朗语系的民族当无可疑 （图 ４、 图 ５）⑤。 周原西周蚌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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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小平 《三星堆青铜雕像与西亚上古雕塑艺术比较》， 《四川文物》 １９９７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５２ 页。
尹盛平 《西周蚌雕人头像种族探索》， 《文物》 １９８６ 年 １ 期， 第 ４６ 页 （Ｔ４５： ２） 图一、 ４８ 页， （Ｔ４５： ６）
图三。



中亚人头像的发现， 表明西方欧罗巴人已经进入中原地区。
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都发现了公元前 ３５００ 年左右的野生小麦， 小麦从两河流域

向我国传播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１９８５ 年， 甘肃张掖民乐东灰山遗址中发现 ２１ 粒炭化小

麦种子； １９８６ 年李墦先生又在该遗址中发现数百粒炭化小麦。 １９８７ 年对东灰山遗址的

２４９ 座墓葬进行发掘， 釆集到 １ 试管 （２ ５ 毫米） 炭化小麦籽粒。 东灰山遗址年代为距

今 ４２３０±２５０ 年。 河南省博爱县距今 ４０００ 左右的西金城遗址发现大量淀粉粒， 属于小麦

族大麦属的植物。
东灰山、 小河、 古墓沟、 西金城、 周原、 两城镇、 里岔镇、 新砦等文化遗址都随葬

小麦， 这些都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小麦标本之一。
小河－古墓沟文化随葬小麦， 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小麦标本之一。 东西方

文明进行激烈的碰撞和交流， 随着欧亚草原族群进入中国， 中亚、 西亚的小麦也随之传

入中国。
西方的马、 马车等相继传入中国。

　 图 ６　 小亚细亚基尔特帕圆筒

印章车马图

　 　 安德罗诺沃文化 （Ａｎｄｒｏｎｏｖ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 是根

据原苏联阿钦斯克州附近安德罗诺沃村墓地而定

名的， 属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至公元前 １０００ 年时的青

铜文化。 它分布的范围是以哈萨克草原为中心，
西起南乌拉尔， 东抵叶尼塞河中游和伊犁河谷，
向南到土库曼斯坦的这一大片的欧亚草原。 安德

罗诺沃文化具有发达的冶金术、 轻便辐条式车轮

的马车和驯养马匹等特点。
　 　 美索不达米亚东南部乌鲁克文化伊南那寺院

出土的计算板上的象形 “车” 字， 其时代约属公

元前 ３５００ 年 （图 ６）①。 公元前 ２０ 世纪初， 马和

战车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以北的地区， 而当时居

住于此地区的米丹尼、 赫梯和加喜特人， 则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先使用马车的民族。②

公元前 １８００ 年初期赫梯 “安尼达” 文书， 记载了赫梯王安尼达在征服卡帕多细亚

的一个都市时， 该都市的王曾将 ４０ 辆由两马曳引的车子交给赫梯王。③

伊朗 Ｓｕｓａ 遗址发掘出土的小件铜器装饰品， 被认为是砷铜的最早实例。 化学分析

结果表明， 在遗址的 Ａ 期 （４１ＯＯ 年 ＢＣ －３９００ 年 ＢＣ）， 出土的 １９ 件铜器中有 ６ 件的砷

１％； 在稍晚的 Ｂ 和 Ｃ 期 （３９００ 年 ＢＣ－３５００ 年 ＢＣ） 遗址出土的 １８ 件铜器中有 １１ 件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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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并且砷含量也比 Ａ 期增加很多， 平均达到 ５％。① 我国西北地区的古代墓地和遗址

都发现有砷铜器物出土，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四坝文化 （１９００ 年 ＢＣ－１６００ 年 ＢＣ）、 玉

门火烧沟、 民乐东灰山、 酒泉干骨崖等遗址都出土砷铜制品。② 此外， 新疆西部的尼勒

克县已经发现了砷铜冶炼的遗迹。
西亚安那托利亚地区 （今土耳其地区） 的赫梯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最早生产铁的

古国。 新疆是民族走廊， 也是中国到西亚的必经之地。 中国冶铁业最早开始于新疆地

区， 说明冶铁业最早当是西亚经新疆传入中国内地的。
新疆哈密三堡商末周初的焉不拉克墓地 “其早期墓中出土有数件铁器。 器类包括

刀、 剑、 戒指和几块残铁块。 ……早期墓 Ｃ１４ 数据大都在公元前十二、 十三世纪的范

围内。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其中一个采自出有铁刀的早期墓 Ｍ３１ 的木碳标本的测

年结果为距今 ３２４０ 士 １３５ 年 （经年轮校正）。”③

与此同时， 我国的粟、 稻米、 丝绸通过河西走廊与新疆传入欧亚草原。
新疆罗布泊的小河遗址， 是瑞典考古学家 Ｆ 贝格曼最早发现的一处距今 ３８００ 多年

的墓地， 有 １００ 多座墓葬。 小河遗址中的棺木 ５Ｆ 的木乃伊身上的斗篷上缘捆出 ３ 个小

包， 两个装麻黄枝、 １ 个装小麦和谷粒。④ 小河墓地的死者具有欧罗巴人的特征。 很多

墓主人身上有斗篷。 斗篷右边缘被扎 １ 个小包， 内装麦粒； 也有很多墓主人身上、 身下

散置麦粒、 黍粒。⑤ 小河遗址的居民处于欧亚大陆的交界之处， 他们既拥有两河流域的

小麦， 又拥有黄河流域的粟作物， 中原地区的粟作物已经西传。
距今 ８０００ 年左右我国山西的下川遗址、 以及大地湾一期， 都发现有黍， 已经开始

了原始旱作农业。 早期的粟、 黍。 粟、 黍、 稻米是中国古代培育出来的， 并向世界四方

传播。
古人类摄食植物类食物的结构不同， 人骨碳同位素值也是不相同的； 人们的食物结

构中， 小麦和大麦为 Ｃ３ 作物， 而粟、 黍是 Ｃ４ 作物， 人骨碳同位素值差异就会非常显

著 （Ｌｅｅ－Ｔｈｏｒｐ， ２００８）。 根据人们是食物结构与人骨碳同位素值的差别可以有效的研究

古代农作物的传播情况。⑥ 粟、 黍在 ７７００ａ ＢＰ 之前于中国北方培育成功。 ４５００－４０００ａ
ＢＰ 传入中亚东部， ３５００ａ ＢＰ 后传入西亚和欧洲。

希腊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宫的壁画中的贵妇们穿着 “透明无袖的短衫”， 还有 “束腰

带和裙子的襞绉”。 古埃及 １８ 王朝的纳赫特 （Ｎａｋｈｔ） 王子墓的 “三名女乐师”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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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 ２ 人着以白色透明轻盈的衣衫”，① 这两个女乐师的 “白色透明轻盈的衣衫”， 以

及米诺斯王宫壁画中贵妇们所穿的 “透明无袖的短衫”， 当是丝绸布料的衣衫。 随着西

亚和埃及文化的传入中国， 中国的粟和丝绸也同时传入西亚、 古埃及和古希腊。
由以上考古材料可知， 周穆王西征之前， 中国与中亚、 西亚已经有了许多经济的往

来。 当两河流域的政治发生动荡时， 如苏美尔人、 阿卡德人、 古提人、 巴比伦人等建立的

王朝相继灭亡， 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可能迁徙游荡在欧亚草原上， 也完全有可能进入中国境

内， 从而加强了中国与境外的文化交流。 从西亚迁徙到我新疆、 内蒙、 甘肃等西部草原的

民族， 在交通工具、 向导、 翻译人员等方面， 为周穆王西征提供了等条件和基础。

五、 穆天子西征的向导、 翻译与路线

穆天子西征之前， 我国已经与中亚、 西亚的民族有了很多的交流， 许多中亚、 西亚

的民族涌入了我国的新疆、 甘肃、 内蒙等地区。 社会生产力、 经济发展状况与来自境外

的社会成员， 都为穆天子西征准备了很好地人材条件和基础。 是时， 马和马车已经是非

常普遍的交通工具， 为周穆王的西征准备了非常优良的交通条件。
１ 周穆王西征的向导与翻译

中亚、 西亚族群的涌入， 为周穆王的西行提供了向导和翻译。 河宗伯夭就是周穆王

的向导和翻译， 基本上是学术界认可的。
《穆天子传》 卷一云： 穆天子 “辛丑， 天子西征至于人。” 在这里见到伯綮。 根据

《穆天子传》 卷一的记载， 这个伯綮是 “河宗之子孙”；， 即河宗氏的分支裔孙。
山西省绛县横水镇发现 Ｍ１、 Ｍ２ 两座西周时期的倗国墓葬， Ｍ１ 在北， Ｍ２ 在南，

南北相距 ４ 米。 有关专家认为这就是 《穆天子传》 中的国墓。
Ｍ２ 出土的铜鼎 Ｍ２： ５８ 内腹壁有铭文为 “倗伯肇作鐏鼎其万年宝用享”。 铜鼎 Ｍ２：

１０３， 内腹壁有铭文： “唯五月初占， 倗伯肇作宝鼎， 其用享考于朕文考， 其万年永

用。”② 铜器铭文表明， 这些铜鼎和甗是倗伯为自己作器， 表明 Ｍ２ 是倗伯之墓。
Ｍ１ 出土的铜鼎 Ｍ１： ２１２ 内腹壁有铭文为 “倗伯作毕姬宝旅鼎”。 铜簋 Ｍ１： １９９ 簋

底内有铭文为 “倗伯作毕姬宝旅簋。” 铜器铭文表明， Ｍ１ 是倗伯夫人毕姬墓。③ 毕姬，
是毕国嫁到国的姬姓女子， 说明毕国与国是婚姻之国。

传世 《毕媿鼎》 铭文有 “倗仲作毕媿媵鼎， 其万年宝用。”④ 其意是说， 倗仲把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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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嫁到毕国， 并作这件鼎陪嫁女儿到毕国， 其女称为毕媿 （ｋｕì）， 倗国当为媿姓。 媿、
怀， 同音假借。 媿姓， 即怀姓。 《左传》 有 “怀姓九宗”， 被认为是戎狄之部族。

媿， 当与殷商时期山西地区的 “鬼方” 有关。
《吕氏春秋》 卷二十 《恃君览·行论》 “昔者， 纣为无道， 杀梅伯而醢之， 杀鬼侯

而脯之， 以礼诸侯于庙。” 髙诱注： “梅伯、 鬼侯， 皆纣之诸侯也。”①

“鬼侯” 当是鬼方的部族首领， 是殷的诸侯方国。 鬼方、 鬼侯之所以称为 “鬼”，
该部族之人极有可能与当时华人长相有所不同， 当是外来族群。

绛县横水镇发现倗国铜器， 横水镇当是西周时期的国之地。 根据 《穆传》 的记载，
国是 “河宗之子孙”。 周穆王过去 国之后的下一站就到了河宗， “河伯无夷之所都居，
是惟河宗氏”。② 《史记·赵世家》 云： “奄有河宗”。 《正义》 引 《穆天子传》 云： “河
宗之子孙， 则栢綮； 按盖在龙门河之上流， 岚、 胜二州之地也。”③ 河宗当在岚、 胜二

州， 即今山西岚县、 岢岚一带。
周穆王在河宗氏之处举行非常隆重的典礼。 “天子大服， 冕祎， 帗带、 搢曶、 夹

佩、 奉璧， 南面立于寒下。 曾祝佐之， 官人陈牲全五□具。 天子授河宗璧， 河宗伯夭受

璧西向沉璧于河； 再拜稽首。 祝沉牛马豕羊。”④ 周穆王穿礼服、 具五牲， 奉璧授河宗，
由河宗柏夭沉璧于河。 河宗还代表河伯对周穆王进行训教曰： “女当永致用旹事！” 周

穆王拜； 当是周穆王祈求河伯在西行途中的保佑和祝福。
穆天子在河宗之国， “伯夭既致河典， 乃乘渠黄之乘为天子先， 以极西土。”⑤ 郭璞

注： “先驱， 导路也”。 “河典” 当是西行的地图。 如前所述， “河宗之子孙” 的国可能

是外来族群， 那么河宗氏也是外来族群。 河宗氏伯夭， 当是熟悉西方道路与语言的人，
也是周穆王的向导和翻译。

《穆天子传》 卷二记载： 周穆王在河宗氏处得到了良马， 即 “天子之骏： 赤骥、 盗

骊、 白义、 踰轮、 山子、 渠黄、 华骝、 绿耳；” 狗： 重工、 彻止、 雚猳、 黄南、 来白；
天子之御， 造父三百， 耿翛、 芍及。”⑥ 穆天子西征所用的交通工具骏马、 马车、 狗，
并以造父为御， 柏夭主车。 天子乃遂一路翔行， 驰骋千里。

２ 周穆王西征的路线

穆天子西征是在周穆王十三年闰二月初十日从东都雒邑出发， 至周穆王十四年十月

初十九日止， 共用一年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西征， 回到雒邑。 所谓西征， 就是西行。 如

果在西行中遇到骚扰， 也会有战争与冲突， 因此也可以说是西征。 《穆天子传》 一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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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 穆天子西征的起点、 终点皆是今河南省洛阳市， 这是学术界认可的。
根据 《穆天子传》 的记载， 周穆王西征的路线大抵如下：
穆天子西征， 从雒邑出发， 向北沿太行山西麓， 绝漳水、 至于钘山 （在河北井陉

县处）， 到虖沱之北岸， 过雁门山 （今山西代县之北 ２０ 公里处）。
己亥 （三月初四日） 周穆王到达国。 国君綮、 倗国君夫人毕姬之墓皆在绛县横水

镇一带出土， 墓中出土的铜器是西周中期墓， 有人认为这当是周穆王时期的遗存， 这里

当时是西周时期的国之地， 也是周穆王西征所经之地。
周穆王属六师之人于邦之南渗泽， 南渗泽当是邦之南的一个小泽。
戊寅 （三月十一日）， 天子至河伯无夷之所居的阳纡之山， 即河宗氏所居之地。

“河宗伯夭逆天子燕然之山”①河宗国是倗国的母族部落， 倗国是河宗国之分支。
周穆王来到河宗氏， 朝燕然山、 礼拜河伯； 以伯夭为向导西行。
燕然， 永元元年 （公元 ８９ 年）， 东汉将军窦宪大破匈奴， “窦宪遂登燕然山， 刻石

勒功而还”。② 燕然山名， 即今蒙古境内杭爱山， 当在今呼和浩特市之西。
河水之阳是殷人后裔的居所。 《穆天子传》 卷二记载： 伯夭曰： “封膜昼于河水之

阳， 以为殷人主。” 膜昼， 人名。 郭璞注： “主， 谓主其祭祀， 言同姓也。”③ “河水之

阳”， 河水之阳， 当在黄河之北， 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以南的天山东阿。 周穆王封 “膜
昼” 于 “河水之阳”， 主持殷朝先祖的祭祀， 膜昼当是殷人之后裔。

周穆王从河套向南， 过甘肃、 青海， 进入南疆， 宿于昆仑山北麓的山坡凹曲处。
《穆天子传》 卷二记载： “丁巳， 天子西南升之所主居， 爰有大木硕草， 爰有野兽， 可

以畋猎。 戊午， 昌□之人居虑献酒百于天子。 天子已饮而行， 遂宿于昆仑之阿， 赤水之

阳。” 阿， 山的凹曲处称为 “阿”。 “赤水” 当是昆仑山流出的红色的河水， 当与山中的

矿物质有关。
昆仑， 我国多有解释。 扬雄 《太玄经》 卷一云： “昆仑， 旁薄幽。” （晋） 范望注：

“昆， 浑也； 仑， 沦也； 天之象也。 旁薄， 犹彭魄也， 地之形也； 幽， 隐也； 言天浑沦

而包于地， 地彭魄而在其中。” 昆仑， 高大磅礴之意； 昆仑山， 就是高大雄伟之山。 关

于昆仑山， 有人说是今之昆仑、 有人说是秦岭、 还有说昆仑山泛指一切高山等等。
但是地名往往是流传有自， 有千年不变的因素； 故西周之昆仑与今之昆仑， 当与后

代指的是同一座高山。 穆王西征之路当是沿塔里木盆地的南部， 经罗布卓尔的小河、 古

墓沟一带， 再经楼兰、 且末等， 到达 “昆仑之阿， 赤水之阳”。
辛酉 （五月二十四日）， 周穆王登上昆仑之丘， 即昆仑山的一个山坡上。
“昆仑之丘” 上有 “黄帝之宫”， 黄帝之后裔也曾经在这带活动。 《庄子》 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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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 第十二：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 登乎昆崘之丘而南望； 还归遗其玄珠。” 郭象

注： “赤水在昆仑山下。” 穆天子对 “黄帝之宫” 进行了祭奠与 “丰隆之葬”， “以诏后

世”。 “丰隆之葬” 当是对 “黄帝之宫”、 或者黄帝的衣冠冢进行封土加高的祭祀。
甲子 （五月二十七日）， 穆天子宿于珠泽。 顾实先生认为， 珠泽当在是今和阗

（１９５９ 年更名为 “和田” ） 玉龙哈什河。 “在回语中， 玉龙为白， 哈什为玉。”① 当是著

名的和田， 珠泽之人当是黄帝之裔。
季夏丁卯 （六月初一日）， “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 舂山， 当为葱岭。 葱岭在叶尔

羌城西南， 与密尔代山相连。 《山海经·北山经》 云： “边春之山， 多葱、 葵韭。” 郭璞

注： “或作 ‘舂山’。 葵韭， 山葱名， 茖大叶”② 《汉书·西域传》 “葱岭”， 颜师古注引

《西河旧事》 云： “葱岭， 其山髙大， 上悉生葱， 故以名焉。” 舂山在帕米尔高原的葱岭

之上， 莎车一带。 舂山， 也称为春山， 即犹如春天一样。 周天子曰： “舂山之泽， 清水

出泉， 温和无风， 飞鸟百兽之所饮食， 先王所谓县圃。” “百兽之所聚也， 飞鸟之所栖

也”。 天子又得到了玉筞枝斯之英， 这里还有很多的小动物， 这就是周先王曾称为的

“县圃”。
壬申 （六月初六日）， 周穆王等一路向西南， 来到赤乌。 赤乌氏之先与周同始祖，

出自周宗。 《穆天子传》 卷二记载： “赤乌氏先出自周宗。 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 封其

兄子吴太伯于东吴， 诏以金刃之刑， 贿用周室之璧； 封丌璧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 妻以

元女， 诏以玉石之刑， 以为周室主。” 《史记·周本纪》 记载： 不窋 “犇戎狄之间。”③

古公亶父时期， 又把一个亲信大臣季绰封于舂山延伸的一个小山上， 并妻以元女。
周穆王从赤乌转而向北， 到达洋水。 《山海经·西山经》 云： “昆仑之丘， 是实惟

帝之下都”； “有草焉， 名曰薲草； 其状如葵， 其味如葱， 食之已劳”。 洋水就在葱岭之

下、 昆仑之丘； 在昆仑之侧的疏勒县境。
周穆王向北征， 绕道东边的黑水。 黑水是从昆仑山流出的一条河。 《国语·鲁语

上》 韦昭注： “稷， 周弃也； 勤播百谷， 死于黒水之山。” 《山海经·海内经》 云： “西
南黑水之间， 有都广之野， 后稷葬焉。” 穆王向北到黑水， 是为了祭奠先祖后稷。 周穆

王 “封长肱于黑水之西河， 是惟鸿鹭之上， 以为周室主； 是曰留骨之邦。” 穆王封周室

之后裔， 称之为 “留骨之邦”； 其意或为留下骨肉血脉之邦、 或为留在戎狄处之邦。 长

肱 （即长臂人） 在人种方面可能已经是混血种了。 造访周人之后裔族群， 也是周穆王

西征之目的。
辛卯 （六月二十五日）， 周穆王等沿黑水到达群玉之山。 群玉之山是容□氏所守之

山。 容□氏， 当是容城氏。 这山非常平坦， 无草木， 纯玉石； 是周先王的 “先王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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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筞府”。 “筞”， 同 “册”； 就是藏书册之处。 周穆王在群玉之山 “载玉万只”， 并让

邢侯留下等待开凿的玉石。 清珠克登 《新疆纪略》 云： “其地有玉河， 产玉石子。 大者

如盘如斗， 小者如拳如粟； 有重三四百斤者。 各色不同， 如雪之白、 翠之青， 蜡之黄，
丹之赤， 墨之黑者， 皆上品……” 清祁韵士 《西域释地》 “密尔代山” 条下云： “玉河

在城西南百六十里； 自密尔代山中流出， 水势极驰， 中产杂色玉子， 故俗呼为玉河； 东

流， 又名塔里木河。”①

离开群玉之山后， 周穆王又向北， 来到羽陵。 羽陵， 当是鸟在这里换羽毛之处。
孟秋丁酉 （七月初一日）， “天子北征□之人， 潜时觞天子于羽陵之上， 乃献良马、

牛羊。 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 不受其牢。 伯夭曰： ‘□□氏， □槛之后也。’ ”② 潜

时， 当是部族首领的名字。 穆天子可能不懂潜时的话， 伯夭为之介绍翻译给周穆王， 伯

夭是周穆王的翻译和向导。
周穆王继续向西， 丙午 （七月初十） 至于 “韩氏”， 顾实先生认为， “韩”， 就是

“撒马尔干” 的急读。 撒马尔干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周穆王向西， 至古波斯东境的玄池， 周穆王在玄池奏广乐三天， 玄池改名为 “乐

池”。 苦山， 西膜人称为 “茂苑”， 周穆王在这里打猎、 食苦屮。
丁己 （七月二十一日）， 周穆王西征， 到达 “西王母之邦” 的前一站黄鼠之山， 宿

于黄鼠之山。 《唐书·西域列传》 云： 于阗之西， “西有沙碛， 鼠大如猬， 色类金； 出

入群鼠为从。” 顾实先生引 “《外国史略》 曰： ‘白西亚国出马、 驴、 驼、 羊、 鼠， 各多

异种。’ 白西亚即波斯， 则波斯产异色之鼠， 亦有名也。 黄鼠当产沙碛之中， 毛色与沙

色类似。 生物之保护色使然。 故意度黄鼠之山当在大撒尔特盐漠附近。 因产黄鼠， 故名

曰黄鼠之山。”③ 顾实先生认为， 黄鼠之山在今波斯之大撒耳特盐漠。
癸亥 （七月二十七日）， 周穆王来到他之目的地———西王母之邦。 顾实先生认为，

西王母之邦在今波斯的第希兰 （即今里海岸边的德黑兰附近）。
西王母之邦是否就在今德黑兰附近还可再研究， 但是西王母之邦当在今波斯境内，

当是史实。 西王母 “我惟帝女”④ 之语， 说明她是周王的女儿。
周穆王离开西王母国回程时， 因为经过了大沙漠， 故笔者认为走的当是今新疆天山

南路， 即从波斯 （今伊朗）， 经过阿富汗、 塔吉克斯坦， 沿喀拉湖， 翻越乌孜别里山

口， 进入新疆； 越过叶尔羌河、 黑水， 莎车； 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地西部， 那里周穆王

曾饮过马血。 然后又在沿塔里木河向东， 经过温宿、 拜城， 经过南天山之南麓， 再过哈

密， 进入内蒙古， 过燕然山， 把伯夭送至河宗之国 （即今岚县、 可岚）。 然后， 周穆王

经过山西代县、 过雁门山、 钘山、 太行山西麓、 虖沱、 漳水， 回到雒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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